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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器之辨：中国提高国际法律话语
影响力中的论辩及其超越

蔡从燕

摘要：晚近“话语权”表述的出现与流行适应了中国政府在国家实力不断增强背景下调整对外关系政策

的需要。不过，这一表述的妥当性值得商榷，从国际法角度看更是如此。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实质是中国

寻求提高特定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中国提高国际法律话语影响力对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建设更加公正合理

的国际法律秩序都是有益的。考虑到国际法的特殊性以及中国国际法实践的特征，论辩理论可以为中国在提

高国际法律话语影响力方面提供重要的方法指引。不过，既有论辩理论主要关注论辩对于实现论辩一方之目

标的工具性功能而不考虑论辩可能的消极影响，这使得论辩本质上属于一种“器”。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一方面应当从“器”的层面重视论辩，即通过论辩提高中国国际法律话语影响力，维护国家利益；另一

方面，应当从“道”的层面理解或超越论辩，即中国提高中国国际法律话语影响力不只是为了维护中国国家

利益，也是服务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法律秩序；同时，在强化论辩的同时，

应当采取切实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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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discourse）是指在特定话语结构（discursive formation）中的一系列“陈述”（statement）。a过

去十余年间，提高国际“话语权”在中国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学术和公共议程，受到众多学者乃至政府以

及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b尤其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全面依法治国规定》）明确指出中国要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

权和影响力”。c这意味着提高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成为中国法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强调提高国际

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基本背景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一些美西方国家不断强化对华

遏制，以及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日益不能适应全球化进程和国际实力格局变迁。在此背景下，中国意识到自

己在国际事务方面的话语权与日益增强的国家实力不相匹配，这既不利于中国促进与维护国家利益，也不

利于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多年来，许多中国学者结合率先在语言学、哲学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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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ichel Foucault,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London: Routledge, 2002, 121.
b　江时学：《论中国的国际话语、话语权及话语力》，《国际关系研究》2023 年第 3 期。

c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 年 10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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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中提出并发展的话语理论，从不同角度思考如何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a与众多其他学科的学者一样，

不少中国国际法学者利用话语权原理反思中国的国际法实践，并提出提高中国国际法律话语权的建议。总

体来看，这些建议的论证思路从两个角度着手：一是价值或理念层面，如有学者讨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如何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法领域的话语权 b；二是关于策略或方法层面的，如有学者从国际规则制定方

面讨论了中国如何确定有助于提高中国话语权的议题，并且提出了具体策略 c。这些学者吸收了话语理论的

某些观点，但并未细致运用话语理论以及支撑话语理论的语言学、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开

展研究。d不过，批判国际法学的领军人物科斯肯涅米利用语言学等非法学学科资源，把国际法看作是一种“论

辩实践”（argumentative practice）并据此考察国际法的造法与实施的做法受到一些中国国际法学者的关注。

比如，深受批判国际法学影响的陈一峰认为，论辩特别有助于中国“积极设定国际议程、创造国际法话语、

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讲好国际法故事，为中国在国际法话语竞争中争取主动权”e。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第一，过去十余年来“话语权”表述的出现与流行适应了中国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致力于提高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的需要，有助于推动官方和民间为实现这一目标寻求更有效的政策与

知识方案。然而，这一表述本身被提出与理解受到福柯等人话语理论的过度影响，从而引发了歧义，从

国际法角度看更是值得商榷。中国提高国际话语权的实质是提高特定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第二，中

国提高国际法话语影响力是中国在国家实力快速增强背景下的必然选择，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维护国家利

益，也有助于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法律秩

序。第三，论辩是提高话语影响力的重要方法，法律是运用论辩提高话语影响力的最重要领域之一。由

于国际社会与国际法的特殊性，论辩对于提高一国国际法律话语影响力尤其重要。第四，由于中国在国

际法律秩序中的地位以及中国特殊的语言、文化传统与特征，论辩对于中国提高国际法律话语影响力具

有特殊的重要性。第五，论辩主要是方法或形式意义上的，换言之，论辩主要是一种“器”。在国际社

会中，论辩并不足以使主权国家尤其负责任大国充分获得、长期维护其话语影响力。因此，在提高国际

法律话语影响力方面，中国在高度重视论辩的同时应该超越论辩。直言之，中国应该注重“道”的面向，

即从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法律秩序的角度出发，

在强化论辩的同时采取切实行动，提高中国国际法律话语影响力。

一、前提性问题：话语权与话语影响力辨析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话语权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学术和政治话语。如下所述，虽然

这一表述的提出显然直接得益于福柯等人关于话语的见解，但外国学者似乎鲜有使用与中文“话语权”

类似的表述，他们使用的是诸如法律话语、政治话语之类的表述。关于话语权的性质，在中国学者中广

泛流行着“权力说”和“权利说”两种观点。根据“权力说”，话语权被认为是一种权力，并获得相当

数量的中国学者，尤其非法律学者的认同。例如，张志洲认为话语权“指的是一种‘权力’（power），

a　参见檀有志：《国际话语权竞争：中国公共外交的顶层设计》，《红旗文稿》2013 年第 4 期；张志洲：《话语质量：

提高国际话语权的关键》，《红旗文稿》2010 年第 14 期；梁凯音：《论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国际论坛》

2009 年第 3 期。

b　何田田：《国际法秩序价值的中国话语——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法商研究》

2021 年第 5 期。

c　参见蒋超翊：《中国有效影响国际法规则制定的条件与策略》，《国际政治研究》2021 年第 3 期；孟于群：《国际法

话语权的生成逻辑与中国构建》，《南京社会科学》2021 年第 2 期。

d　在这方面，中国法理学者、司法学者以及法律语言研究学者做出了更好的研究，参见陈金钊：《法治思维及其法律修

辞方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年；张西恒：《法官为何难以应对涉诉舆论：一个以若干典型案例为素材的修辞

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 年；侯学勇：《中国司法语境中的法律修辞问题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

版社，2017 年。

e　陈一峰：《超越规则：国际法的论辩主义转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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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权利’（right）。换言之，话语权不是指有没有说话的权利，而是指话语背后体现着的权力关系”a。

这一见解源于福柯对于话语的理解。b在 1970 年 12 月 2 日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时发表的题为《话语的秩

序》的演讲中，福柯认为：“话语的制造同时受到一定数量的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

我们没有谈论一切的权利，一些话题在某些场合是不能谈及的，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随意谈论的。……

话语不仅仅是反映斗争或控制制度，而是我们为之奋斗、用之斗争的东西，因此，话语是一种要夺取的

权力。”c不过，尽管福柯明确指出话语是一种“权力”，但他对于话语的上述阐述并不能完全支撑其得

出这一结论，毋宁说只是表明福柯高度重视权力与话语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权力极大地影响着话语的形

成与表述，以及经由话语塑造权力关系。因而，学界不能把福柯所说的“话语是一种要夺取的权力”奉

为圭臬。可能意识到把话语直接界定成是权力并不妥当，张志洲在认为话语权是一种“权力”的同时又

认为其是指话语背后体现的权力关系，但这二者显然不是一回事。事实上，有学者认为福柯本人并无意

于针对话语提出一般意义上的理论，甚至他反对把他的观点理解成是一种“理论”。d另一些中国学者不

否认话语权是一种“权力”，但他们认为话语权也是一种“权利”。例如，檀有志认为，话语权具有话

语权利和话语权力的双重内涵，话语权利表达的是对话语运用的“资格”和“好处”，而话语权力则表

达的是对话语支配的“能力”和“程度”。e戴维来进一步指出“权利说”的依据，即布迪厄对于话语的

理解：话语并非单纯的“能说”，更意味着“有权利说”，即有权利通过语言来运用自己的权力。f然而，

试图从布迪厄的话语理论中寻求“权利说”寻求依据可能是把布迪厄所说的“power”误译成“权利”的结果。g

众所周知，“权”在中文语境中既可以被理解成为“权力”，也可以被理解成为“权利”。正因如此，

话语权表述引发了误解，甚至增加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寻求提高国际话语权的疑虑。比如，曾任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回忆指出，在 2010 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有美国记者曾向其

询问：中国寻求的话语权是权力（power of discourse) 还是权利（right of speech) 。赵启正当时回答，中国

媒体上多数认为话语权首先指的是发言权，其次才是权力或影响力。但赵启正后来认为，此后尤其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对外传播领域内提到的“话语权”，更多的是指话语权力，即话语的影响力。h可

以看出，虽然赵启正也使用了话语“权力”表述，但它其实是指话语影响力，这表明中国政府越来越多

地关注话语的实际效果。由此，赵启正使用“话语力”取代“话语权”。i江时学认为话语蕴含着一种特

殊的权力关系，但他并不认为话语权是一种“权力”，而只是一种发声的权利。j与赵启正一样，江时学

也使用了“话语力”表述——相对应的英文表述是“power of discourse”。较之赵启正，江时学更为细致

地阐述了对话语力的含义，即话语力是指话语具有的“穿透力、感召力、冲击力和公信力”k。虽然江时

学不像赵启正那样明确认为话语“力”指的就是影响力，但他所说的“穿透力、感召力、冲击力和公信力”

其实就是影响力的具体体现。江时学认为，话语所蕴含的权力关系的实现同时取决于话语表达的权利和

话语力，每一个国家都拥有传播话语的权利，但话语力的大小则不尽相同。l因此，在强化国际话语过程

a　张志洲：《话语质量：提高国际话语权的关键》，《红旗文稿》2010 年第 14 期。

b　张志洲：《话语质量：提高国际话语权的关键》。

c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Discourse”, in Robder Yong, ed., Untying the Text: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81, 52-53.

d　Ben Golder and Peter Fitzpatrick, Foucault's Law, London: Routledge, 2009, 3-4.
e　檀有志：《国际话语权与公共外交路径》，《对外传播》2013 年第 4 期。

f　戴维来：《话语到话语权的转化逻辑与中国话语权的深化路径》，《太平洋学报》2022 年第 7 期。也可参见杨善华：《当

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76 页。

g　关于误译的例子，参见赵杰、刘永兵：《语言 • 社会 • 权力——论布迪厄的语言社会观》，《外语学刊》2013 年第 1 期。

h　赵启正：《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力问题》，《甘肃社会科学》2020 年第 5 期。

i　赵启正：《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力问题》。

j　江时学：《论中国的国际话语、话语权及话语力》，《国际关系研究》2023 年第 3 期。

k　江时学：《论中国的国际话语、话语权及话语力》。

l　江时学：《论中国的国际话语、话语权及话语力》。



2024年第 3期

53

中，中国要同时重视话语权和话语力，两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为了突出话语力的重要性，

江时学认为可以将“话语权”一词改译为“话语力”a，这与赵启正的做法是一样的。

据此，可以认为“话语权”这一中文表述的出现是中国人对于福柯有关话语见解——“话语与权力

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的误读，或者是盲目地接受福柯有关话语的并不合理的定性——把话语看作是一

种“权力”，或者是对英文世界中经常见到的“power of discourse”中的“power”的误译——把“话语

的力量”翻译成“话语权力”。对于非法律学者来说，把话语权界定为“权力”或“权利”的差别或许

只是或主要是学术意义上的。然而，对于国际法学者来说，这一差别还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直言

之，把话语权界定为“权力”，可能引发人们对于寻求提高国际话语权的国家的疑虑。原因是，“权力”

在法律语境中意味着基于某种等级制度基础上的公共权威。然而，国际社会由拥有平等主权的国家构成，

任何一国对另一国都不拥有法律意义上的权力。任何国家可以且只能根据国际法——作为一种话语——

针对其他国家主张权利；一些国家可能凭借其强大的实力滥用或无视国际法。但是，实力并不等于权力，

一国因其具有强大实力因而可以更有效地运用国际法话语以维护其国家利益，并不等于国际法话语对该

国来说是一种权力。中国始终坚持国家不分大小都拥有平等主权。因此，把话语权界定为一种权力不仅

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基本属性，也违背了中国坚持的国际关系基本政策，可能被其他一些国家误解甚至曲

解为中国试图滥用日益增强的国家实力，甚至通过提高国际话语权谋求国际霸权。

尽管如此，“话语权”表述的提出与流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适应了中国在国家实力迅速增强背景

下调整对外关系议程的需要。申言之，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有必要寻求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

国际地位。然而，国家实力的增强并不当然有效提升其国际地位。国际关系实践表明，国家需要经由特

定的途径才能有效地提升其国际地位，而诸如提高特定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是其中的途径之一。从国际法

角度看，随着中国已经广泛融入国际法律秩序，中国在提高特定话语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可能不是权利

或依据不足问题，而是中国话语能否以及多大程度上被理解或被接受的问题，即话语的实际效果。由此，

人们不难发现，虽然中国学术界和官方文件普遍采用话语“权”表述，但人们其实日益关注的是中国话

语的“影响力”问题，前者如赵启正和江时学提出“话语力”概念，甚至主张以“话语力”取代“话语权”

概念，而江时学还进一步提出了话语力或影响力的具体含义；后者如《全面依法治国规定》，该权威文

件同时提及要增强中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话语“影响力”。因此，虽然“话语权”作为

一种习惯性表述可能将长期存在，但从学理上说使用“话语影响力”已经足矣。这是本文标题使用“国

际法律话语影响力”的原因。

进一步的问题是，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意识到影响力是中国提高国际话语或话语权的关键，但

迄今为止从未有学者把话语影响力作为独立的研究议题。诚然，江时学是极少数专门讨论话语影响力或“话

语力”的学者，但他似乎无意精确地界定它的含义。如前所述，江时学认为话语力是指“穿透力、感召力、

冲击力和公信力”，但他并未进一步讨论这些“力”的具体含义；并且，他在另一个地方又提及话语的“感

召力、影响力和冲击力”，即用“影响力”取代了“穿透力”。b 可见，中国学者关于话语影响力的讨论

仍然是散乱的。导致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学者，包括国际法学者，在研究提高中国话语国

际影响力方面尚未充分利用业已经形成严密知识体系的论辩理论。

二、论辩：中国提高国际法律话语影响力中的“器”

如前所述，在讨论中国提高国际话语权或话语影响力方面，中国学者的研究过多地受到福柯、葛兰

西等人话语见解的影响。诚然，福柯、葛兰西等人关于话语的见解借鉴了哲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等学科

的研究成果，但他们的研究系基于特定的研究议程、目标甚至偏好，比如福柯着重论证话语与权力之间

a　江时学：《论中国的国际话语、话语权及话语力》。

b　江时学：《论中国的国际话语、话语权及话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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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关系，而葛兰西则着重强调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他们的话语见解是有局限性的，

并不构成一般意义上的理论，也不能提供一般意义上的方法。然而，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和方法是存在的，

这指的是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德的论题学，历经千年发展，综合哲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资源

形成的论辩（argumentation）理论。a虽然不同的论辩理论并未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对于论辩的前提、

语境、类型、角色、结构、过程、方法以及效果等问题都开展了系统而精细的研究，可以为话语实践提

供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较之其他领域，由于在法律场域中论辩产生的效果可能更大，比如经由论辩而制

定的法律将适用于所有人，法律成为运用论辩理论最重要的场域之一。b特别是，由于司法语境中的论辩

会直接影响特定主体的权利、义务或责任认定，司法场域的论辩尤其受到关注。c

较之国内法，论辩对于国际法来说更加重要，是一国阐述与运用国际法话语的重要方法或者“器”。

之所以如此，第一个原因是国际法规则的不确定性。话语的确定性程度越高，它们越能够准确表达话语

主体的主张，它们被误解甚至曲解的可能性就越低。可以认为，话语的确定性与论辩的重要性之间是一

种反比例关系。然而，话语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常态。以法律为例，即使拥有有效的组织保障并遵循严格

的立法程序和技术，许多国内法规则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众所周知，不确定性是批判法学的主要立论

之本。d较之国内法，由于缺乏有力的组织保障、严格的立法程序和技术并且受制于国际权力政治等因素，

国际法的不确定性更为突出，这使得论辩对于一国运用——不管善意地还是恶意地——国际法尤其重要。e 
第二个原因是国际法的体系性变动。一般来说，在一国内部，那些对于法律具有体系性影响的要素，比

如权力结构和秩序观念是较为稳定的，因此国内法较少发生体系性的变革。与此不同，在国际社会中，

国家间实力对比更容易引起结构性变化，不同国家关于国际秩序的观念往往并不相同甚至彼此冲突，因

而国际法更有可能发生体系性变动。在发生体系性变动的情况下，论辩对于试图维护既有国际法的国家

和试图变革既有国际法的国家都至关重要。第三个原因是国际法的跨国性。在一国内部中，人们拥有共

同的语言、文化与生活背景；即便在这些方面存在差别，共同生活于一个国家的事实也有助于人们的相

互认识与理解。因而，在国内法适用方面，语言、文化与生活背景造成的障碍相对较小。与此不同，由

于许多国家拥有不同的语言、文化与生活背景，这些因素对国际法的制定、实施与理解造成的影响要大得多。

较之国内法研究，论辩理论在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较迟，并且运用论辩理论的国际法学者也少得多。

科斯肯涅米是第一位从论辩角度试图解构国际法的学者。f在为《马克斯 • 普朗克国际公法百科全书》撰

写的词条《国际法的方法论》中，科斯肯涅米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于国际法语境中的论辩的见解。科

斯肯涅米认为，国际法是一种“论辩实践”（argumentative practice）。申言之，国际法是特定实体为表

明其立场具有法律正确性（correctness）——这种正确性表现为合法性（lawfulness）、正当性（legitimacy）、

正义性（justice）、可允许性（permissibility）以及合逻辑性（validity）等——而试图说服特定对象，比

如法院、同行、政治家或者法律文本的读者。作为国际法实践的一种方法，论辩处理的问题是：什么样

的叙事被认为具有说服力。科斯肯涅米认为 ，人们当然可以沿着内嵌于法律的合法性 / 不法性两分法提

出主张，但国际法专业人士的共识是，关键的是特定主张是否具有说服力。虽然论辩理论此前已经被广

泛运用于法学研究与法律实践，比如法院基于法律真实而非客观真实作出裁判，但科斯肯涅米的贡献在于，

a　See for example Harald R. Wohlrapp, The Concept of Argument: A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trans. Tim Personn, Heidelberg: 
Springer, 2014; Irina Kardovich, Marina Konysheva, Ekaterina Korobova & Dina Mironova, Role of Argumentation in 
Discourse,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331, 2019.

b　参见 [ 美 ] 彼得 • 古德里奇：《法律话语》，赵洪芳、毛凤凡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

c　参见张清、赵洪芳、赵永平：《法律话语新发展研究——基于司法领域的法律话语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

d　See for example Reva B. Siegel (2018). Critical Legal Histories and Law's (In)determinacy, Standford Law Review, 70.
e　陈一峰：《国际法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国际法治的影响》，《中外法学》2022 年第 4 期。

f　Martti Koskenniemi, From Apology to Utopia: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Legal Argu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此前也有少数学者讨论了国际法中的论辩问题，see for example Lyndel V Prott (1991). Argument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Argumentation, 5 (3), 29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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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注意到许多国际法主张在被提出时所依赖的话语与国内法主张有着显著的不同，比如前者往往更多地

依赖抽象的正义，而国际法规则的形式理性不如国内法规范，以及国际法所处的国际社会迥然有别于国

内社会，从而从规范性（normativity）和具体性（concreteness）两个方面对于在二者项下特定话语——比

如正义——对于特定国际法主张是否具有说服力做了分析。在科斯肯涅米看来，从规范性和具体性两个

方面理解论辩有助于判断特定国际法主张的说服力，换言之，为判断说服力提供了衡量标准。a但总体来

说，科斯肯涅米关于“国际法作为论辩实践”的研究还是初步的，其研究主要还是受批判法学而非论辩

理论的影响。更重要地，与其他众多研究论辩的学者一样，科斯肯涅米本质上也是从工具主义视角研究

论辩问题。如前所述，这种工具主义视角忽视了论辩可能有的消极后果，对于国际社会和国际法来说尤

其如此（参见本文第三部分）。因此，笔者赞同陈一峰提出的一个观点，即从论辩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法，

国际学界的研究还很初步，尚未发展出系统、成熟的理论。b

对于旨在提高国际法律话语影响力的中国来说，论辩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第一，中国传统上是国际

法的接受者，甚至被迫接受者。众所周知，现行国际法律秩序根本上是由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大量国际

法制度的创设缺乏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有效参与。在这些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国际法包含着大量对于中

国等发展中国家不公正、不合理的内容。由于中国一再表明维护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包括现行国际

法 c，但论辩对于中国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中国是国际法的

改革者。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法律秩序的能力与意愿都趋于增强，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对中国也寄予厚望。在此背景下，论辩对于中国有效地促使其国际法主张获得其

他国家，尤其在现行国际法律秩序中仍然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的理解、接受或者影响其立场具有重要

意义。第三，中国的语言、文化、政治与法律体系或传统具有特殊性。中国具有独特的语言、文化、政治

与法律体系或传统，这给中国在向其他国家传递特定话语方面客观上造成了一些障碍。比如，虽然中国传

统文化中蕴含着相当丰富的逻辑思想，战国时期的名家和墨家已经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论辩议题。但普遍认为，

中国传统上缺乏发达的逻辑学。事实上，“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 • 里仁》）素来被认为是中国的一种

传统美德。这些特殊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外交的风格，比如中国政府和外交官经常提及“事实甚于雄

辩”“公道自在人心”“行胜于言”等。“事实甚于雄辩”等表述并没有错，从下文所述的从“道”的角

度审视论辩更是如此（参见本文第三部分）。这可能是传统上中国政府或外交官员在阐述相关国际主张时

重视言简意赅，而非巨细靡遗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从论辩，尤其前文所述论辩对于中国国际法实践的

特殊重要性的角度看，这种外交风格可能并不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法律话语影响力。

论辩不足是制约“增强中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重要原因。不过，从论辩的角度看，

近年来中国在寻求更有效地阐述中国国际法律话语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一个重要且广受国际关注的

例子是，中国国际法学者针对所谓“南海仲裁案”，有力阐述了中国国际法律话语。2013 年，菲律宾无视

中国在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作出的保留，对中国提起所谓的国际仲裁，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附件七成立的仲裁庭错误行使管辖权并做出最终裁决。对此，中国政府持续发布中英文声明，表示“不参

与、不接受”所谓的南海仲裁案，也“不执行”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这些声明既有基于国际法的严密

分析，也有基于国际政治的严肃批判。d此外，中国国际法学会组织相关专家，从国际法专业的角度积极批

a　以上参见 Martti Koskenniemi, Methodolog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t 
https://opil.ouplaw.com/display/10.1093/law:epil/9780199231690/law-9780199231690-e1440.

b　陈一峰：《超越规则：国际法的论辩主义转向》。

c　例见王毅：《中国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者》，《光明日报》2014 年 10 月 24 日；王毅：《中国是国际

和地区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在第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午餐会上的演讲》，http://www.xinhuanet.com/
world/2015-06/27/c_127958149.htm，2015 年 6 月 27 日。

d　例见中国外交部：《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https://www.gov.cn/xinwen/2014-12/07/
content_2787663.htm，2014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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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菲律宾针对中国提起的仲裁行动以及仲裁庭错误行使管辖权，并以英文形式在国外出版篇幅超过 500 页

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广受关注。a围绕所谓“南海仲裁案”进行的批驳体现了中国在阐述国际法律话语方

面出现的若干特点，比如更加重视专业性、持续性和全面性，更加重视私人即国际法学者在阐述中国国际

法律话语中的积极作用。另一个重要的例子则鲜有受到关注，这一例子指的是中国政府的“白皮书”实践。

1991 年以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持续通过发布白皮书，针对诸多议题阐述中国政府的主张，这些议题几乎

都涉及国际法问题。与言简意赅的外交表态不同，白皮书较为全面、细致地阐述了中国的国际法话语。比如，

1991 年国新办发布了《中国的人权状况》，首次全面介绍了中国保护人权的各种努力，同时也向国际社会

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于人权的主张。b发布该白皮书的基本背景是，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

以人权为由攻击中国，并实施了大量制裁，使人权问题成为中国外交中的一个争论性较强的问题。从论辩

的角度看，2010 年以来白皮书实践发生了有助于有效提高中国国际法律话语影响力的若干重要变化。第一，

白皮书的发布数量稳中有升，涉及的议题日益广泛。2010年以前，国新办每年发布的白皮书数量鲜有超过5份。

2010 年开始，许多年份发布的白皮书数量超过 10 份。这表明中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系统性阐述中国的国际

法话语。第二，许多白皮书同时发布外国语版本。2009 年以前，国新办只发布中文版白皮书，但 2010 年以

来发布英文版白皮书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部分白皮书还发布英文以外的其他外国语版本。显然，较之中文

版本，外国语版本的白皮书更有利于外国读者理解中国的国际法话语。

总之，作为方法或者“器”，论辩对于中国提高国际法语影响力是极为重要的。然而，如下文所述，

从负责任大国的角度看，论辩对于中国提高国际法律话语影响力是不够的。在提高国际法律话语影响力

方面，中国应该重视作为“器”的论辩，但也要超越论辩而重视“道”。

三、超越论辩：中国提高国际法律话语影响力中的“道”

在提高国际法律话语影响力方面，中国要超越论辩而重视“道”的根本原因是，论辩自身的属性，

尤其国际社会中论辩的属性，使得论辩不完全契合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国寻求提高国际法律话语影响力

的目的。

论辩具有极强的工具性特征。特定行为体选择论辩话语、选择论辩对象、设定论辩结构以及运用论

辩方法的根本目的是说服其他人赞同其主张。在论辩理论中，特定主张对于相对人是否合理，以及是否

基于事实并不太重要，除非它们影响到论辩人自身目标的实现。换言之，人们并不关心论辩的消极后果。

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人们在讨论论辩时往往针对的是国内社会中个人之间的论辩。

事实上，论辩理论就是在这个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一般来说，个人之间的论辩只会影响特定个人的利益，

而不会影响整体社会秩序；第二，虽然论辩人可以充分运用各种技巧以实现其论辩目标，但个人间的论

辩实际上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降低了论辩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以原被告在法庭上的论

辩为例，原被告之间的论辩只会影响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同时，原被告的论辩必须遵守诸如举

证责任之类的诉讼规则，否则可能被法庭认定必须承担当利法律后果。

较之国内社会中的论辩，国际社会中的论辩或者围绕着国际法进行的论辩则有所不同。国际社会中

的论辩主要发生在国家之间。国家间论辩不仅影响国家自身的利益，而且可能影响国际秩序和国际法在

国际秩序中的作用。整体来说，当前国际社会仍然以国家为中心，而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主导地位。

由于在国家实力与法律能力方面都居于优势地位，论辩往往成为大国实现狭隘国家利益，维护霸权和不

公平不合理国际秩序的重要方法。通过论辩，大国往往恶意解释国际法或创设国际法议程，人为地扩大

了国际法的不确定性，使得国际法的适用被“双标化”。这损害了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威性，长远

a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Awards: A Critical Study,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8, 207-748.
b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人权状况》，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1991n/202207/t20220704_130710.htm，1991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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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也损害了大国的国家声誉。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国际法中的论辩时，科斯肯涅米并未结合国际法

社会与国际法的特殊性讨论论辩的适当性，尤其不当论辩可能造成的消极后果。换言之，科斯肯涅米仍

然是在工具主义的语境中讨论国际法的论辩。

就中国而言，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不断向国际社会阐明不寻求任何形式的霸权，并致力

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创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美好世界。a

这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对于国际秩序以及国际法的认识。习近平主席强调，国际法的适用不能有双重标准，

各国不能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唯有如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

威性和严肃性才能得到维护。b外交部长王毅也指出，国际法的制定、解释和适用要有利于明辨是非、定

分止争、协作共赢，而不是助长霸权强权、挑动争端，从而导致国际法治被引向歧途。c

据此，在寻求提高国际法律话语影响力方面，中国应当超越论辩或者说不宜只从“器”的层面理解

并运用论辩，而应该从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

法律秩序的层面，理解并运用论辩。这就是笔者所说的中国提高国际法律话语影响力中的“道”的维度。

只有这样，中国所寻求提高的国际法律话语影响力才能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广泛而持续的理解与认同。不

妨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对于 BRI 的态度为例予以说明。自 2013 年

习近平主席提出 BRI 以来，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和 150 多个国家以及 30 多个国际组织签订了 BRI 备忘录

或其他文件，在许多 BRI 国家推动实施了大量项目，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发展。为了让国际社会特别是

BRI 国家充分了解中国为何以及如何推动实施 BRI，中国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2023）
等一系列文件。不过，与这些文件相比，更重要的可能是，中国在推动建设 BRI 过程中切实贯彻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始终作为中国外交政策基石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针对实施 BRI 提
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针对中国倡导的 BRI，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拒绝加入 BRI、抹黑 BRI 以及

提出替代性计划。比如，一些西方国家无端指责中国实施“债务外交”，提出诸如“蓝点网络”（BDN）、

“重建美好世界”（B3W）等试图替代 BRI 或与 BRI 相竞争的计划并且据此鼓吹高标准的基础设施融资

和建设规则。d然而，这些做法或是因为罔顾事实，或是因为止于言辞，既没有获得广大 BRI 国家的认同，

也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 BRI。事实上，中国在推动 BRI 方面采取的切实行动使得广大 BRI 国家

更好地了解、理解、接受或相信中国针对发展权等重要国际法问题提出的主张。e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增强，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新格局的情

形越加突出。在此背景下，寻求不断提高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仅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对于推动构建更

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法律也是必要的。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学者借鉴福柯等人的话语见解，提出了“话语权”

概念，并且迅速成为流行的学术与政治话语。这一表述不仅适应了中国对外关系议程变迁的需要，也是这

种变迁的体现。这一表述对于中国更加主动、积极地寻求提高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是有益的。然而，由于

福柯等人是在特定语境中阐述其话语见解，因而并不当然适用于国际法语境中的国家间关系；也由于“话

a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

民日报》2015 年 9 月 29 日。

b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https://www.gov.cn/xinwen/2014-06/29/content_2709613.htm，2014 年 6 月 28 日。

c　王毅：《中国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者》，《光明日报》2014 年 10 月 24 日。

d　See Congyan Cai,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Why It Happened, What It Does and 
How, and What It Brings About,” in Ignacio de la Rasilla and Congyan Cai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4, 36-40.

e　See Congyan Cai,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Why It Happened, What It Does and 
How, and What It Brings About,” in Ignacio de la Rasilla and Congyan Cai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4, 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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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权”中的“权”在中文语境中蕴含着截然不同的法律含义，“话语权”一词在中国引发了歧义，并且可

能使得中国寻求提高国际话语权的努力被误解甚至曲解。事实上，“话语权”议程的本质是中国在国家实

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不断提高中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张或中国话语的影响力，从而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

地位。由于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面依法治国决定》提出中国要“增强我国在

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表明，国际法律事务成为中国提高国际话语影响力的主要领域之一。

在提高话语影响力方面，在哲学、逻辑学、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基础上已经形成高度技术化

的论辩理论。论辩理论已经广泛运用于法律研究与实践中。对于国际法来说，论辩尤其重要，原因是：第一，

在国际社会中，主权平等原则使得一国不能对其他国家拥有及行使权力，但国家间实力有别甚至悬殊使

得不同国家提出与阐述特定话语的能力是不同的；第二，国际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国际法从形式到内容，

从制定与实施都远不如国内法发达，因此论辩对于一国的国际法实践来说尤其重要。由于中国在国际法

律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具有的语言、文化、政治与法律体系或传统，积极开展论辩对于中国提高国际

法律话语影响力，有效开展国际法实践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然而，由于具有极强的工具性特征，论辩可

能导致消极后果。在国内社会中，论辩所处的基本社会与制度背景可以抑制这些消极。然而，在国际社

会中缺乏类似的社会与制度背景，因此论辩导致的消极后果可能更为明显。据此，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在提高国际法律话语影响力方面应当重视论辩，视其为重要的“器”；同时要超越论辩而寻求“道”，

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建设更加公正的国际法律秩序，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强化论辩

的同时通过切实行动，提高中国的国际法律话语影响力。

Between Dao and Qi: Argumentation of China’s Enhancement of Discourse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ts Transc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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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cent emergence and popularity of the term “discourse power” have adapted to the need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adjust its foreign relations policies with the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national strength. 
However,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term is open to debate,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essence of enhanc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lies in China’s pursuit of increasing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specific discourses. The efforts to enhance the influence of discourse in rela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are beneficial for safeguarding Chinese state interest and building a more just and reasonable 
international order. Considering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Chinese international legal 
practice, discourse theory can provide important methodology for Chinese in enhancing its international legal 
discourse power. However, existing discourse theories primarily focus on the instrumental function of achieving 
the goals of the purposes of one party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potential impacts of discourse, thus rendering 
discourse essentially as “Qi” (tangible instruments). As a responsible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should, on the 
one hand, prioritize discourse treat at the level of “Qi”, that is, by enhanc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legal discourse 
power through discourse to safeguard national interests. On the other hand, it should understand or transcend 
discourse at the level of “Dao” (intangible ways), meaning that China’s enhancement of its international legal 
discourse power is not only to safeguard its national interests but also to serve the promotion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constructing a more just and reasonabl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At the same time, concrete actions should be taken while strengthening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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